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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用超效率ＤＥＡ（数据包络分析）－Ｔｏｂｉｔ模型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
现在样本年度内，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水平较高，超过４０％地区位于效率前沿面上；从地区角度来看，农村科技服务绩
效中部地区最佳，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较差。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表明：水利灌溉设施和公路设施的完善会显著提升农
村科技服务绩效，而人均ＧＤＰ、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及受灾率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此
基础上，得到以下政策启示：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加强农村科技服务宣传教育，鼓

励高学历人群返乡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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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农业尤其
是粮食已实现连续１２年增产，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这一成就

的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功不可没。作为农业大国，各级政府也

在不断致力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科技服务的完善。当

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多元化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农民作为

农村科技服务的受益者，可以享受到来自政府５级（农技推
广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涉农企业、科协以及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供给主体提供的农村科技服务。此外，自科技特派员

的福建省“南平模式”开始，各地也在积极探索符合当地实际

情况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如海南的“农业技术服务１１０服
务”模式、江苏的“科技超市”等，都为各地区的农业发展贡献

了一份力量。但农村科技服务具有典型的农村公共产品或准

公共产品属性，这也决定了政府具有提供这种公共产品的基

本责任以及在农村科技服务的供给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由

于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自然禀赋存在的客观差

异，科学合理地评价我国各地区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及影响农

业科技服务绩效的因素，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农民

增收、农业科技进步，实现“十三五”规划提出的要“提高农业

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文献回顾

在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测度方面，国内已有学者进行了一

些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理论方法层面的创

新。王薇等从过程完整性和对象复杂性２个方面分析了对农

村科技服务绩效评估方法进行创新的必要性，创新性地提出

双层效率因素分析（ｄｏｕｂｌｅ－ｄｅｃｋｅ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简称ＤＥＦＡ）模型，即以微观层面农民“满意度”和宏观层面进
行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相结合的分析工具［１］。二是对农村

科技推广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栾立明对吉林省农技推

广绩效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发现农户的主体属性、农技机

构自身属性以及运行环境对推广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２］；黄

玉银等基于农户农技需求视角，对公益性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的绩效进行了研究［３］；苏时鹏等应用超效率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
对福建省３０６个农业科技推广项目的推广服务绩效及影响因
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服

务效率较低，市场需求与推广载体对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服务

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４］；徐彬等运用综合模糊评价法对农业

科技成果推广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５］；李霞等运用ＤＥＡ模型
对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府主导型农业科技推广效率

进行了测算，对比发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业科技推广效

率要优于新疆地区［６］；廖西元等基于１４省４２县的数据，以农
户为评价主体实证研究了农技推广体制和机制对农技推广行

为和绩效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农技员个人特征、管理

体制、运行机制中的收入分配、考核激励等机制会显著影响其

推广行为和绩效［７］。三是从农村科技服务供给主体的角度

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进行研究。夏英等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我

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进行评价，发现创业带动和

财政支持及引导对科技特派员科技服务绩效具有重要影

响［８］；于鸷隆等通过对宁夏科技特派员制度绩效的实证分析

发现，进行现场指导、与农户进行股份合作是提高农民全要素

生产率的２种重要方式［９］；黄祖辉等基于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ＤＥＡ方法
对浙江省８９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较低的纯技术效率导致平均效率水平偏低，而经营

不力和管理不善直接导致纯技术效率水平低［１０］；张明等运用

超效率ＤＥＡ模型对１７４家国家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的科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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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效率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地区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１１］。

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张莉

侠等采用 ＳＢＭ超效率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对北京、上海及天津
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三大都市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技术市场发育

程度、农业技术引进与吸收能力及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因

素均对农业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１２］；孙慧波等运

用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实证分析了农业科技服务对农业生产
效率的影响［１３］。

现有研究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具

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１）现有文献广泛采
用的传统ＤＥＡ模型无法有效区分多个有效决策单元的差异，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２）现有文献多从农村科技推广以及科
技服务供给主体角度展开相关研究，全面评估农村科技服务

绩效的研究还有欠缺。因此，本研究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
模型来评价我国各地区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２　模型介绍

２．１　超效率ＤＥＡ模型
自著名运筹学家 Ｃｈａｒｎｅｓ等在１９７８年提出首个 ＤＥＡ模

型即ＣＣＲ模型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以来［１４］，ＤＥＡ模型
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已成为评价相同决策单元“多投入多

产出”相对效率广泛使用的方法之一。但传统ＤＥＡ模型在进
行效率测算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多个决策单元同时位于效

率前沿面的情况，这就会导致无法评价和比较这些决策单元

的相对效率。因此，Ａｎｄｅｒｓｏｎ等于１９９３年提出了一种改进模
型，即超效率ＤＥＡ模型［１５］。该模型可以克服传统 ＤＥＡ模型
的上述缺陷，使得可以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比较和排序。对

偶形式下，超效率ＤＥＡ模型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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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为决策单元的效率值；ｘ和ｙ分别为输入和输出变量；
ｎ为决策单元ＤＭＵ的数量；ｍ和ｒ分别为输入和输出变量的
个数；ｑ为第ｑ个变量；λ为有效决策单元 ＤＭＵ中的组合比
例，用来判别ＤＭＵ的规模收益情况，∑λ＞１、∑λ＝１、∑λ＜１
分别表示规模收益递减、不变和递增状态。另外，ｓ－ｉ 和 ｓ

＋
ｋ 均

为松弛变量，分别表示输入超量和输出亏量。当 θ＜１时，说
明该决策单元不为ＤＥＡ有效；当θ＞１时，说明该决策单元达
到最优效率。

２．２　Ｔｏｂｉｔ模型
Ｔｏｂｉｔ模型是对部分连续分布和部分离散分布的因变量

提出的一个经济计量学模型。Ｔｏｂｉｔ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
制的一种模型，其特征之一就是因变量只能以受限的方式被

观测到，并在某种约束条件下取值的模型，其值是切割值或片

断值，故又常被称之为删截回归模型（ｃｅｎｓｏｒｅｄ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一般情况下，如果自变量 ｙｉｔ的取值在某个范围之内
或者在数据整理时进行了截断，且与自变量 ｘｉｔ有关，则有如

下线性回归模型：

ｙ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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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ｙｉｔ为效率值向量，当ｙｉ＞０时，取ｙｉｔ＝ｙｉ＞０，称ｙｉ为“无
限制”观测值，即实际的观测值，当 ｙｉ≤０，取 ｙｉｔ＝０，称 ｙｉｔ为
“受限”观察值，“受限”观测值均截取为０；ｘｉｔ为自变量向量；
βＴ是回归系数参数估计值向量；εｉｔ～Ｎ（０，σ

２）。超效率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两步法步骤为：第１步采用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进
行效率测算；第２步以各决策单元的超效率结果为因变量，以
所选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 Ｔｏｂｉｔ回归分析。在超效率
ＤＥＡ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测算出的结果为大于 ０的离散数
值，属于受限因变量，如果直接使用最小二乘法，会导致参数

结果有偏且不一致，因此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估计Ｔｏｂｉｔ模型
中的参数。

３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３．１　投入产出指标
农村科技服务的投入指标主要包括财力、人力、物力三大

类。在财力方面，选择地区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星火计划落

实资金作为财力投入，主要原因是：分地区农业科技财政投入

尚找不到数据，本研究使用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来表示各地

区农业科技财政力度；星火计划是我国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

村经济、普及科学技术、带动农民致富的指导性科技计划，选

择各地区星火计划落实资金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在人力投入

方面，选取企事业单位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作为投入

变量，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是我国农村科技服务的中

坚力量。在物力方面，选取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和农民合作社

作为投入指标，二者在农村科技服务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产出指标方面，农村科技服务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农业

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因此选择如下指标：农林牧渔总产

值、粮食总产量、家庭经营纯收入、农用机械总动力。其中家

庭经营纯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剔除工资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后的值，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农用机

械的普及与应用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本研究认为农用机械

总动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农村科技服务水平。

　　ＤＥＡ模型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须满足同向性的假设，
即不能出现投入的增加造成产出减少的现象，因此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软件对所选投入、产出指标之间进行了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检验，检验结果（表１）表明，大部分相关系数通过了０．０１水
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所选指标较为合理。

３．２　影响因素指标
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１６－１７］上，本研究主要分析以

下因素对于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影响。

３．２．１　经济发展水平　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
民的消费水平也会随之提升，进而拥有更多资金去购置农村

科技服务产品，有利于促进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提升；另一方

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可能会降低对第一产业的重视程

度，向其他产业转变，不利于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提升。故经

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影响方向还有待验证。本

研究以地区人均ＧＤＰ（ｘ１）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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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投入、产出指标的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指标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农林牧渔总产值 家庭经营纯收入 粮食总产量 农用机械总动力

星火计划落实资金 ０．５２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１（０．１１７） ０．３３９（０．００７） ０．３７３（０．００３）
农林水事务支出 ０．８７４（０．０００） ０．１９０（０．１３９） ０．７１０（０．０００） ０．６７０（０．０００）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 ０．７３４（０．０００） ０．１４１（０．２７６） ０．６６１（０．０００） ０．７８６（０．０００）
农民合作社 ０．６７０（０．０００） ０．２５５（０．０４５） ０．５６６（０．０００） ０．６５４（０．０００）
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 ０．６５０（０．０００） ０．１４６（０．２５７） ０．６２７（０．０００） ０．６８０（０．０００）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水平差异显著；括号内的数字表示显著性检验的Ｐ值。

３．２．２　人力资源禀赋　本研究以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ｘ２）
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源状况，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改善可以

提升农民对于农业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运用，更大限度发挥农

业科技的效用。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中公布的乡村受教育程度人口计算得出，人均受

教育年限＝（样本含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数 ×６＋初中文化程
度人口数×９＋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数×１２＋大专及以上文化
程度人口数×１６）／６岁以上抽样总人口数。
３．２．３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和不
断完善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影响，本研究主要考察灌溉、农

电、公路３类基础设施对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影响：（１）灌溉
设施。农村水利灌溉设施可以有效克服要素资源禀赋和生态

条件的不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发展。本研究以

有效灌溉率（ｘ３，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来反映
农村灌溉设施状况。（２）农电基础设施。便利的农电基础设
施是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本研究用农村

用电量（ｘ４）来表示农电基础设施状况。（３）公路基础设施。
便利的交通设施可以有效促进农副产品的运输，降低各类生

产要素的流通成本，增加农副产品的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加

快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提升。

根据我国公路等级的划分，农村地区以三四级公路为主，因此

本研究以三四级公路比重（ｘ５，三四级公路里程／公路总里
程）来衡量公路基础设施状况。

３．２．４　自然环境条件　极端天气条件是农业生产最大的杀
手，预计极端天气条件会显著降低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水平，本

研究以受灾率（ｘ６，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表
示自然环境条件对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影响。

３．３　数据来源
本研究探讨了我国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由于统计口径问

题，“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从业人员”和

“农民合作社”相关数据仅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上存在，且上述２个指标未能有更为合适的指标替
代，因此本研究探讨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我国３１个省份农村科
技服务绩效。农村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根据各年度《中

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得出，星火计划落实资金数据

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如不作其他说明，本研

究其他数据均来源于样本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

４　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４．１　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评价
超效率ＤＥＡ模型在传统ＤＥＡ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效

率值为１的决策单元进行区分和比较，使得各决策单元的效
率差异更加明显，决策单元效率值尚未处于效率前沿面的效

率值则与传统ＤＥＡ模型结果一致。本研究用 ＥＭＳ１．３软件
对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进行测算，结果如表
２所示。从表２可以看出，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农村科技服务
绩效均值分别为１．３７０、１．２０４，效率值较高，超过４０％地区农
村科技服务绩效位于效率前沿面上。以天津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效
率值为例，即使天津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产出同比分别减少
５０６％、３１．８％，天津仍处于效率前沿面上。从地区角度来
看，中部地区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最佳，西部次之，东部较差。

从２年平均值的排序结果来看，西藏地区效率均值最高，效率
均值为６．５９６，北京效率均值为０．４０５，排名最末，这是因为西
藏广袤的耕地面积以及独特的气候条件有利于大规模机械化

操作以及经济作物的生长，而北京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中心，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低，此外北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针对全国的辐射性较强。效率均值排名前十的地区中包括东

部地区的海南、河北、天津、广西、山东，中部地区的黑龙江、河

南、吉林，西部地区的西藏、新疆。

４．２　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４．２．１　模型构建　本研究运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对影响农村科技服
务效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以各决策单元的超效率值

（Ｙｉ）为因变量，以前述所选影响因素（Ｘ１～Ｘ６）为自变量，设
定如下回归模型：

Ｙｉ＝β０＋β１Ｘ１＋β２Ｘ２＋β３Ｘ３＋β４Ｘ４＋β５Ｘ５＋β６Ｘ６＋εｉ。
式中：β０表示常数项；β１～β７表示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εｉ
表示随机误差项。

４．２．２　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分析　本研究运用 Ｅｖｉｅｗｓ８软件对数
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结果表明，所选影响因素对
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因此，可以得到如

下结论：（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具有抑
制作用。这表明人均ＧＤＰ水平越高，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反而
会下降。如前所述，地区人均 ＧＤＰ越高，农村居民会降低对
第一产业的重视程度，转而向农家乐等服务产业转变，在一定

程度上抑制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水平的提升。（２）人力资源禀
赋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具有负面影响。农村人均受教育程度

变量的系数通过了０．０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Ｐ值为０．０１４，
表明人均受教育程度提升１百分点，地区农村科技服务绩效
将会下降０．０１４百分点。这是因为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
往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增加非农就业的机会，导致

学历较高的劳动力远离农村，农村科技服务的受众多为年龄

较大或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从而不利于农村科技服务绩效

的提升。（３）基础设施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影响有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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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地区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度科技服务绩效结果

地区 城市　　
科技服务绩效值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年平均值
排序

东部地区 北京 ０．３０１ ０．５０８ ０．４０５ ３１
天津 １．５０６ １．３１８ １．４１２ ６
河北 １．７８３ ２．０４３ １．９１３ ４
辽宁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８ ０．９７４ １６
上海 ０．３４５ ０．４８７ ０．４１６ ３０
江苏 ０．７１７ ０．８０４ ０．７６１ ２０
浙江 ０．６４２ ０．５４４ ０．５９３ ２８
福建 １．２００ １．０４２ １．１２１ １１
山东 ０．９９０ １．２６３ １．１２７ ９
广东 １．０３８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１ １４
广西 １．１４７ １．５９７ １．３７２ ７
海南 ５．００２ １．９８９ ３．４９６ ３
东部均值 １．３０６ １．１３２ １．２１９

中部地区 内蒙古 ０．９３２ ０．８４９ ０．８９１ １８
山西 ０．８１５ ０．６５８ ０．７３７ ２２
吉林 １．０５１ １．１９５ １．１２３ １０
黑龙江 ３．６３０ ３．７９４ ３．７１２ ２
安徽 ０．９４６ ０．９８３ ０．９６５ １７
江西 ０．９８８ ０．６５０ ０．８１９ １９
河南 ２．３１１ １．０４３ １．６７７ ５
湖北 １．０７５ １．０５０ １．０６３ １３
湖南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７ １２
中部均值 １．４２６ １．２５６ １．３４１

西部地区 重庆 ０．５７０ ０．６２０ ０．５９５ ２７
四川 ０．７７１ ０．７４８ ０．７６０ ２１
贵州 ０．６８８ ０．５７５ ０．６３２ ２５
云南 ０．６４９ ０．６３５ ０．６４２ ２４
西藏 ６．７２０ ６．４７３ ６．５９７ １
陕西 ０．５３１ ０．５９９ ０．５６５ ２９
甘肃 ０．８１３ ０．４７６ ０．６４５ ２３
青海 ０．６５９ ０．５５１ ０．６０５ ２６
宁夏 １．００３ １．０４２ １．０２３ １５
新疆 １．５７２ ０．６９８ １．１３５ ８
西部均值 １．３９８ １．２４２ １．３２０
全国均值 １．３７０ １．２０４ １．２８７

表３　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值 标准差 Ｚ值 Ｐ值
常数项 ２．５１９ １．４０６ １．７９２ ０．０７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３１ ０．０４２

人均受教育年限 －０．４４７ ０．１８１ －２．４６７ ０．０１４

有效灌溉率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７ ４．７２０ ０．０００

三四级公路比重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５ １．９８８ ０．０４７

农村用电量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８９ ０．３７４
受灾率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２ －２．９４６ ０．００３

　　注：、、分别表示在０．０１、０．０５、０．１的统计水平上差
异显著。

负。具体来说，灌溉设施和公路设施会显著提升农村科技服

务效率，灌溉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改善耕地生产条件，促进粮

食增产；交通运输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无论是生产资料

的购买、收割还是交易等各个环节，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能大

大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流动成本和时间成本，也能加速最新

农业科技（良种、农业机械）的普及，从而提升农村科技服务

绩效。而农村用电量变量对农村科技服务效率的作用方向为

负，但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我国农村地区村庄分布分散、独

立的特点，农村供电成本较高，不利于农电设施的有效利用。

农电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虽然对于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提

升不利，但对于农民生活改善、促进农村繁荣具有重要的作

用。（４）自然环境条件会显著降低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受灾
率变量的回归系数通过了０．０１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Ｐ
值为０．００３，表明受灾率提高１百分点，地区农村科技服务绩
效将会下降０．０３５百分点。极端天气条件会造成粮食减产以
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降低，从而减弱农村科技服务效率。

５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研究运用超效率 ＤＥＡ－Ｔｏｂｉｔ模型对我国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超

效率ＤＥＡ结果表明，在样本年度内，我国农村科技服务绩效
水平较高，超过４０％地区位于效率前沿面上；从地区角度来
看，我国农村科技服务绩效中部地区最佳，西部地区次之，东

部地区最差。Ｔｏｂｉｔ回归结果表明，水利灌溉设施和公路设施
的完善会显著提升农村科技服务绩效，而人均 ＧＤＰ、人均受
教育程度以及受灾率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提升具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农电设施对农村科技服务绩效的作用方向为负，但

并不显著。据此，有如下政策启示：

　　（１）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以及公路设
施的完善有利于提升农村科技服务绩效，尤其针对当前还未

能达到效率前沿面的省份应加大在这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

改变当前农田水利设施和公路设施较为薄弱的局面。此外，

农村用电量虽不能增加农村科技服务绩效，但农村电力设施

的完善对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增加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

用，推进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可以为日后农业生产规模化、现

代化打下基础。

（２）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农业保险。针对受灾率显著降低
农村科技服务绩效水平，尤其是在当前自然灾害等危机频发

的现实情况下，应加强农业保险政策的宣传，鼓励农民积极参

加农业保险，在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等情况下尽可

能挽回农民的利益。

（３）加强农村科技服务的宣传教育，鼓励高学历人群返
乡创业。首先，要加强农村科技服务的宣传教育，可以采取符

合农事季节的专业培训班、农业科技下乡等方式实现宣传教

育的目的；其次，可以鼓励当地大学生或外来高学历人群来乡

创业，当地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及财政支持力度，在增加就业

岗位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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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户扩大种植规模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要素替代视角

蔡鸿毅，陈珏颖，刘合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农地流转率一直比较低。如何破解农地流转效率低下成为时下学术界热点讨论问
题。基于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ＮＥＬＭ）理论基础，提出假设“基于要素替代视角下，农户采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
生产方法，利用机械替代传统的劳动力，会否诱发农户农地转入交易行为？”。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机械化发展对规模

经营存在正向作用，并且机械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促进农户对农地的扩大投入。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

更加便捷，减少了劳动投入，提高了生产经济效益。提出大力发展二、三产业，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完善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减少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加大对农业机械的基础投入，调整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业机械化

结构的政策建设。

　　关键词：农户；水稻生产；扩大种植规模；农地流转；农业机械化；意愿；行为；要素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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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在实行进一步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工业化、城镇
化的发展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

同时也造成农地闲置、抛荒现象时有发生，土地流出的愿望随

之强烈起来。然而经过多年的实践，产权关系不明晰、区域差

异明显、流转规模较小、农民收益率低、农民自身素质以及恋

土情结等问题导致我国农地流转率一直比较低［１－３］。据农业

部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初，我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流转

面积约达３３．３２％。
那么在农业发展进程中新型的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如何壮

大成长？劳动力流动的新经济学（ｔｈｅ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ＮＥＬＭ）理论阐述了一个观点：在劳动力转移
之后，家庭将增加务工收入，通过资本要素（化肥、机械等）投

入到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进行替代，同时农地逐渐流向生产

效率较高的农户手中，规模经济的主体由此而形成［４－５］。在

要素替代视角下分析土地流转问题，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文献

较少。农业技术与农业劳动力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６］，农业

技术的进步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使农业劳动者收入下降，加

大农业劳动力要素外流的压力［７］。因此在农业技术分化功

能的作用下被挤出农业领域的农民，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把自

己的土地流转出来［８］。探究农业机械化对农地流转影响的

相关文献更少。我国还没有学者讨论农业机械化与农地流转

的关系，大部分研究讨论了农业机械化和农地流转的发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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